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6), 1508-1513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6230  

文章引用: 许梦琦. 乡村治理中的广播之响[J].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6): 1508-1513. DOI: 10.12677/jc.2024.126230 

 
 

乡村治理中的广播之响 

许梦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20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29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6日 

 
 

 
摘  要 

广播作为乡村治理的通讯标志和权力媒介，与我国乡土社会不同时段的需求深度契合。乡村传播生态更

新变化，但广播一直与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互交织。多元嵌入的乡村广播，对村民观念的形

成和行为的产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广播作为重要的公共宣传载体，影响着村民间的舆论场，同时在

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中，发挥着独特的传播动员优势。广播的治理功能使它在乡村治理中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更应当发挥广播的集体认同力量，让它成为基层传播治理的有

机构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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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mmunication symbol and power medium of rural governance, radio is in deep agreement 
with the needs of different periods of rural society in China. Rural communication ecological changes, 
but radio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villagers, interwoven. Multi-embedded 
rural radio has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rs’ ideas and behaviors. As an important 
public publicity carrier, radio affects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among villagers and plays a unique 
communication and mobilization advantage in responding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public emergen-
cies.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broadcasting makes i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ert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broadcasting 
and make it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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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广播作为一种主要的公共媒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播诞生不过百年，但

在历史上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纵观广播发展的历史，它在乡村出现后经历了很长的发展繁荣期，在

这段时间里广播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声音浸润”的作用是形成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

但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广播宣传则退居相对弱势的地位，甚至基本退出了乡村视野。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广播独特的空间传输能力和强制传输性，广播再次强势回归到村民的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强大的潜

力价值。本文将探究广播在乡村治理中的两次繁荣究竟有何联系或区别，它给村民的政治文化生活带来

了怎样的影响。 

2. 中国乡村广播的发展历程 

(一) 诞生发展期：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 
广播在中国乡村的建立是在国家广播事业刚刚开始时出现的，当时的广播内容非常单一，带有浓烈

的政治色彩内容，被称为“有声报纸”。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占比接近 90%，但全国的广播电台

只有三四十座，因此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大面积广播收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落实“提

升广播的思想性和加强广播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收音员只能带着广播走村串寨，组织村民收听。1950
年 4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了《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

定》，系统性地规划了政府机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广大民众在广播利用方面的框架体系。这一决策的

出台，为中国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明确了前行路径，并奠定了制度基础，对于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

国来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依此契机，我国的乡村广播才正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扩张[1]。政府和广

播事业局专门划拨经费，支持广播事业的发展，经过几年的扩展，到 1954 年底，有线广播喇叭的数量已

经突破四万只。虽然设备比较简陋，但实现了广播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覆盖了乡村地区。1955 年第

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后，为响应发展农村广播网的号召，全国广播通讯事业建设热潮高涨，尤其在农

村，广播的入户率达到了 64%，收听广播逐渐成为了农民群体的信息接收渠道。到 1973 年，全国有线广

播网已基本普及，政府的声音得以传到田间地头，1976 年，全国的广播喇叭的数量高达 11,300 万只，乡

村地区有线广播的数量达到了峰值[2]。广播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真正实现了广播下乡入户，家家户户

听广播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广播的权威性在此时全面确立。 
(二) 衰落静默期：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初期 
1978 年全国电视网络的建设逐步开始发展，曾红极一时的有线广播虽然仍有建设，但实质上出现了

衰落的迹象，整体转向沉寂。1980 年第十次全国广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加速发展电视事业的

要求。1982 年广播电视部正式成立，电视的发展速度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1983 年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

作会议提出了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方针，进一步刺激了各地方

政府创办电视台的热情，因此对于建设广播的关注就更少了。1986 年，电视人口的覆盖率首次超越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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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的出现很大程度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村民对于电视的热衷超乎想象，结婚四大件中 70 年代的红

灯牌收音机到 80 年代成了韶峰牌的电视机。随着居民物质条件的改善，电视的兴起引领了视听结合的新

纪元，信息传播模式转型为强调互动与体验导向，村民们对精神文化享受、娱乐形式及信息获取途径的

需求日益提升，于是广播这种内容单一的多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声音在人们心中的接受度逐渐降低。但其

实尽管广播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乡村治理中的广播声音依旧能够起到治理作用。 
(三) 焕新强盛期：21 世纪初期至今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持续提速，乡村广播这一公共传播媒介

的社会功能再度被激活，并加入到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构建与优化完善之中。1998 年第一期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启动，2005 年继续实施“村村响”广播工程的建设，使广播工具重新出现在了村民

的视野之中，广播于是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工具，广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应急播报功能也不断被挖掘，尤其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国启动了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广播成为了应急事件中的靓丽风景线。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及农民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与

民众生活的核心问题。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乡村喇叭作为农村地区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凭借其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口语化的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尽管在互联网与全媒

体时代，多元化传播方式不断挑战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但乡村喇叭依然扮演着基层治理的关键角色，

并作为重要的信息服务设施存在。乡村治理中广播的数量随着“村村响”工程的建设逐步增长，广播逐

渐恢复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作用。 

3. 乡村治理与广播的两次繁荣 

(一) 初次繁荣 
(1) 信息提供与公共议题讨论 
提供信息是媒介的一种必备功能，对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大部分还是乡村的情况来看，广播

可以算是唯一的信息媒介。广播喇叭作为一个公共媒介，在乡村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公共生活的

集结号，发布公共的通知信息、探讨人们关心的议题、培养文明秩序等，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广播喇

叭的敦促和建设。 
那时候的乡村广播时常响起，承担集体生活中扮演发号施令的生产队号角的角色，从一开始的民兵

集合、村民大会、夜校学习等信息，到后来的广播便成为生产队出工回家的扩音器。由于村民每天的生

产生活具有相似性，农村广播的播放通常遵循早晨、中午及晚间三个时段安排，高度契合农村居民的日

常起居习惯，这样的播放时段设定方式，不仅潜移默化地传递了时间信息，更在无形中引导并规范了村

民的日常生活节奏与行为模式，并通过这种对个人作息秩序化的促进，推动村落内部的秩序构建，达到

乡村社会管理有序化[4]。成为生产力竞争的广播在后续的过程中，不再只是通知消息，还会穿插播放一

些节目，例如会播放《学习雷锋好榜样》这类歌颂道德模范的歌曲和《歌唱祖国》这类强化意识形态的

歌曲。广播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广播引起的巨大轰动，最让人记忆深刻就是 1976 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

世，全国统一通过广播播报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消息传送到四面八方，全国上下陷入

巨大的悲痛中，这也侧面证实了广播声音带来的令人震撼的力量。 
除了能够单向传递信息，乡村广播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村民进行公开讨论的声音空间，所有村民都

可以对广播的内容发表意见，大家总是围坐在大树下、草垛边、石堆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攀谈着，广播所

营造的声音空间给村民提供了可以发表意见的空间，村民们每天进行广播的收听，对公共政策或者议题

进行探讨，大家不在局限在身边的家长里短，凡是广播播报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一

般来说，赞扬性的内容不多，批判性的内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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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舆论引导与生产动员管理 
广播的创办就是在响应国家号召的前提下创办的，并且是按照层级，四级办广播，这种自上而下的

媒介结构，这就昭示了广播自带的政治功能。广播本身就是用来传递党和人民的重大决定和重要消息的

媒介物质，代表着国家权力和宣传方针政策的喉舌，与乡村的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 
回溯历史会发现，相比于军阀政权、国民政府等社会政治权力想要打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洽状态，

从中汲取资源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下沉乡村社会从中获得资源的同时，还着力在乡村的文化实践中

培养乡村民众的社会主义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中国的广播诞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留存于乡村。新

中国成立以来，广播作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代表，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

号角角色，即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开展生产活动[5]。那时候的人们过着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生活，日常生

活呈现政治化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与广播的播报息息相关。在“统一劳动、统一生产、统一思

想”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广播作为一种权力媒介，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在高音喇叭刚普及的年

代，生产大队掌握着广播的使用权，他们通过广播潜在地“驯化”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具体时间。

广播的建设还具备“政权建设”的意涵，政令信息大部分是通过广播传递给村民群体的。广播的内容大

都是宣扬正确价值观，内容的宣导除了日常播报公社党委的指示内容以外，还有村长对于政策的解读，

用贴近村民语言状态的方言和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进行舆论的正确引导，将政策解读的传播效果最大

化[6]。广播对于村民的感化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它传达声音时候不需要付诸视觉，于是在人们从事其他

活动的同时可以收听广播，这是读报、观戏、看电影等无法比拟的。为了让忙于收种的村民在农忙时依

然能够听到广播，村中将架在村落中心位置的广播拓展到地头田间，让人们在田中忙活或是在凉棚休息

的时候都能够收听到广播。对于辛苦忙碌的农民来说，广播之响不仅消除了耕作疲劳，还激发了生产热

情，广播便成为了乡村民众忙碌中的劳动号子，拉近了党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二) 再次兴起 
(1) 助力危机应急 
广播的角色经历了新的转型，为乡村治理领域带来了诸多创新性发展。2013 年，随着《国家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颁布，应急广播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分工和进度安排得以清晰界定。这一背

景下，农村有线广播经历了全面革新与重组，转型升级为应急广播系统，并再度活跃于乡村的各个角落。

同年 12 月 3 日，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正式成立，并同步推出了官方网站，标志着我国应

急广播体系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应急广播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的媒介，近些年来在预警和抗灾的指导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由于突发

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会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而在农村地区，

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组织人员疏散、指挥人员自救都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具有听觉

场域强制性的广播就很有优势。在四川雅安地区、云南鲁甸发生地震，安徽安庆、浙江兰溪发生洪水等

时刻，都有应急广播的身影，它发挥着发布灾情信息、稳定灾区舆情、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等重要作用。

现场的广播连接起经受考验的灾区人民与心系灾区的党和政府，一头连接着守卫在抗洪一线的地方干部、

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一头连接着全国各地关注灾区的普通群众。由于广播传播速度快，工作稳定可靠，

所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受到的制约小、处理效率高。捐赠物资宣传、卫生防疫提示、鼓舞救援士气，在

抗洪救灾的特殊时期，广播传递出的是人情的冷暖。而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直至全面解封的时间

里，广大乡村地区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2020 年 2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专门针对加强农

村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强调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基础薄弱、防控难度大等问题[7]。老年群体作为乡村

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特殊性尤为明显，他们大多缺乏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力，识字水平有限，并且卫生

安全意识相对薄弱[8]。鉴于这一现状，广播作为一种相对于纸质媒介拥有更低认知门槛的信息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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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地区能以更为直接、便捷且高效的方式传递信息，有效解决了针对老年群体宣传不足的问题。不

仅如此，利用乡村的喇叭广播进行信息传播，无需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可实现信息的高到达率，

这种成本效益比使得广播能够跨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区域，实现广泛的覆盖。 
(2) 推动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行乡村治理改革，新的乡村治理框架更强调社会自治、公共服务、多

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为了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构建平等、开放且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平台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村村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被赋予了新的动力。乡

村振兴的基石在于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有切实解决农民的困难，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提出的假设才不

会是“一纸空谈”。因此完善“村村响”工程，做好“村村响”广播节目，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

对于村里的百姓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致富，但因为接触的互联网平台少，或是一些软件

使用较为繁琐，因此大家得到的信息都相对局限，没有与外界的紧密联系，村民在农业生产或是销售买

卖等过程中就可能出现诸多问题。而广播则应该更新内容，为农民带去最及时、最到位的农业新知识，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村民能够实时了解现行的政策是很重要的，村里可以联动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广

播发布“三农”的即时资讯，并邀请行业专家进行农业政策解读。当然只是知道政策大方针也还是不够

的，所有的实践都要落到实处，所以村里可以邀请相关专家下乡走进当地乡村了解生产现状，通过广播

为当地居民进行系统规划的制定、生产技术的指导或市场信息的普及，将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知识通过广

播送到村落庭院、果林菜地，帮助乡村百姓更好地做到“对症下药”[9]。随着电商、直播在乡村地区的

接入与普及，借助网络售卖农产品、依托媒介技术辅助脱贫攻坚已成发展大势。相比于传统的批发市场

交易方式，直播销售的获益更大，但乡村的百姓对于这种较为新兴的售卖方式知之甚少，所以广播还应

该成为讲授新农技知识的“新农具”，讲解诸如电商网站如何操作、直播平台如何“吸粉”、生鲜农产品

物流运输注意事项、网络销售农产品行为中的法律问题等，帮助乡民们加强新知识的学习，提升个人农

技水平，助力好产品走出乡村[10]。 

4. 乡村广播背后的文化记忆 

广播带来的内容，不仅包含政令性的信息，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广播声响起，不仅包含

了文化记忆，还仿佛点亮了那段集体记忆。谈起广播的文化记忆，大都与当时的集体生活相关。以往的

乡村生活信息比较闭塞，听广播中播放的文艺节目基本上是唯一的娱乐信息的来源。  
文艺广播的放送，不仅促使村民形成新的生活习惯，还潜移默化地实现着村民思想的变迁。文艺广

播以其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传播优势，将社会生活展现到广播文艺作品中，使村民在艺术欣赏的同时，培

育良好的思想基础，并受到鼓舞和教育。集体生活时期的广播，从单一内容到目前的多样化的内容呈现，

都在体现乡村空间中文化的丰盈。乡村文艺类节目的扩展，让评述、相声、样板戏和广播剧等艺术节目

进入村民的视野，后来还会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和流行歌曲，丰富村民的娱乐体验，曾有村民说“田头装

广播，边割边听戏，生产添力气”[11]。此外，在乡村地区的广播更有文化发展空间的，还是方言的应用

和具有本地文化象征的声音符号的传达，例如亳州二夹弦、清音戏、花鼓队等。这些极具声音特色的文

化遗产，能够在乡村中流传，广播的宣导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村民通过广播接触外面的世界，也通过广播拉近了关系。广播在乡村地区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人

际传播，在乡间小道的广播下，时常能看到有人蹲着与音源调侃互动的有趣景象。人们常说“喇叭不响，

浑身都痒”，可以看出广播已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在乡村中生活已久的老年人来说，集体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忆，周而复始的生产大队生活中广播的陪伴又是不可或缺的记忆[12]。他们提起曾经

的时候说道：“村里广播一响，就该要出门赚工分了，大家都会相互提醒，一起出门。那个时候的喇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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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之前都会放个歌，类似于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万岁毛主席》，或是具有喜庆氛围的《大花轿》等歌

曲，再后来也出现过流行歌曲。”不仅如此，大家还会在干活时哼唱广播播放的歌曲，相互攀谈广播播

出的新闻。由此可见，广播贴近村民的家长里短，逐渐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文化基于记忆而形成，

共有的集体生活借助文化记忆保存下来[13]。广播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媒介形式，不仅为声音赋予了丰富

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映射出历史与社会的演变轨迹。那些留存在人们心中的集体记忆是对逝去时光的追

忆，无论是站立在地头田野的耕种场景，还是倚靠草垛收听广播的场景，都弥足珍贵。乡村的集体记忆

循环促生了一种文化认同，也推进了历史的连贯发展。 

5. 总结 

广播作为听觉媒介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显著的现实价值。在 20
世纪初那个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广播是乡村地区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和话题讨论，还成为塑造乡村舆论和激励生产的关键工具。这种“声音浸润”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信息

需求，更通过传播内容的普及性，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积累起共同的集体记忆，构筑了广泛的国家和民族

想象。进入现代社会，广播在乡村地区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平日里它承担着信息“信号塔”的

功能，助力乡村振兴，为乡村居民提供日常信息服务，而在危急时刻，广播则成为疏散人群、安抚民心

的重要渠道，展现出在危机应急中的关键作用。此外，广播还在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的推进过程中发挥

独特作用，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政策精神得以更加顺利地传播。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广播的功能

和传播形式逐渐适应了新的社会需求，现代广播的覆盖广度和社会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为乡村治理和

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何进一步激发广播在乡村治理中的潜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媒介体系，将成

为推动乡村发展、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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